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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的２０１２年成人问卷数据，通过
“虚拟情境锚定法”研究中国民众的主观社会地位差异，探讨当前中国社会的

分层现状。研究显示，当前中国社会居民的主观社会地位存在地区差异。在

中国现代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个体的后致性因素（如教育、职业等）对社

会地位认同具有更加显著的影响，而在欠发达地区，还没有形成稳定的评价

标准。本研究体现了“虚拟情境锚定法”善于处理主观抽象概念的特征，这种

方法在未来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将会有很广泛的应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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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社会分层研究中通常使用教育、收入、职业等变量来衡量社会成员
的社会地位，但这类指标只能反映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客观状
况。如果要考察社会成员对其自身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主观感知和认
识，则需要用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种测量社会地位的方法。相对于客观
测量，主观社会地位测量有利于说明人们在社会中评价自身地位的方
式，并能够反映人们对社会结构的看法（Ｂｏｔｔｅｒｏ，２００４；Ｌｉｎｄｅ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Ｓａａｒ，２０１４）。过往的研究发现，主观社会地位与健康（Ｇｏｏｄｍａｎ，ｅｔ　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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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Ｓｉｎｇｈ－Ｍａｎｏｕｘ，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Ｄｅｍａｋａｋｏ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教 育
（Ｄｅｓｔ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政治态度（Ｌｉｎｄｅ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Ｓａａｒ，２０１４）等一系列
社会行为及后果都有十分显著的关联。因此，对社会成员主观社会地
位进行考察也是社会分层领域一直关注的议题之一（李春玲，２００５），对
其进行准确的测量及研判对理解相关的社会问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Ｋｒｉｅｇｅｒ，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
在一个运行平稳和变迁并不激烈的社会环境中，社会成员的客观

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社会地位存在较强的相关性（Ｒ．Ｊａｃｋｍａｎ　ａｎｄ　Ｗ．

Ｊａｃｋｍａｎ，１９７３）。但对于中国社会而言，过往研究表明，人们的主观社
会地位认同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不一致的现象十分普遍（Ｒ．Ｊａｃｋｍａｎ
ａｎｄ　Ｗ．Ｊａｃｋｍａｎ，１９７３；李培林，２００５；范晓光、陈云松，２０１５）。有研究
发现，总体上来看，与不断提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相比，中国居民的主观
社会地位认同相对偏低（李春玲，２００４；韩钰、仇立平，２０１５）。我们认
为，要想考察中国居民的主观社会地位认同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之间
的关系，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
迁，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呈现
“固化”（陆学艺，２００４）、“结构化”（李路路，２００３）、“碎片化”（李培林等，

２００４）、“断裂”（孙立平，２００３）等态势，社会变迁的激烈程度会影响人们
对自身社会地位认知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以往对于社会阶层的划分主
要是依靠单位类型、行政级别等十分明确的标准，而现在出现了教育、
职业、收入、财产等多元标准。主观社会地位认同也具有模糊性与复杂
性的特点，甚至对于一部分人来说，长期形成的阶级认同依然残存（冯
仕政，２０１１）。
这涉及对主观社会地位研究方法的挑战。虽然主观社会地位作为

重要的分析指标在许多研究中被经常使用（冯仕政，２０１１），但很少有研究
注意到，主观社会地位既是一个主观测量，也是一个抽象概念。许多研
究表明，在社会科学的抽样调查中，对类似主观社会地位这种主观性较
强的抽象概念进行测量时存在“项目功能差异”（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ｉ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ＤＩＦ）问题，也就是说，不同应答者会根据自己的主观理解，而
不是根据客观标准进行回答，这就使得回答的结果有“人际不可比性”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Ｋｉ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如果仅仅依赖受访者
的回答，就会有偏差与误解等潜在问题（Ｓｅｎ，２００２），忽略这种测量误差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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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能会得出与事实相反的结论（Ｋｉ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吴琼，２０１４），换句话
说，如果要把主观社会地位拿来做比较的话，应该要相当谨慎。
我们发现，已有关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主观社会地位认

同的研究（边燕杰等，２００２；陆益龙，２０１０）用于测量因变量主观社会地
位的多是来自受访者直接的回答，鲜有研究者会关注因变量作为主观
变量本身的测量误差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群际间的不可比性，甚至是
带有偏差的研究结论。另外，如前所述，我们发现，已有研究在理论上
更加关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主观地位认同的影响，尤其是期望观察
到主观地位认同相对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偏差，并探讨认同偏差形
成的原因及社会机制（Ｓｏｓｎａｕｄ，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范晓光、陈云松，２０１５；韩
钰、仇立平，２０１５）。但以往的研究在这些问题上也没有形成共识（李春
玲，２００５；林宗弘、吴晓刚，２０１０；李路路等，２０１２；范晓光、陈云松，

２０１５）。
本文主要关注主观社会地位变量的测量误差。鉴于不可比性是由

于不同群体应用不同的标准带来的，与认知和文化有一定的联系（Ｋ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所以，本文拟从地域群体入手，考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
同的地域群体在主观社会地位认同上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存在怎样的差
异。我们应用“虚拟情境锚定法”（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　Ｖｉｇｎｅｔｔｅｓ）对主观社会地位
测量做调整，保证所有受访者的回答有共同的参照尺度，以解决评价标
准或参照尺度不一致可能引起的测量误差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个
体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其主观社会地位认同之间的关联。依据过往
的相关研究，我们假设个体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会对其主观社会地位的
形成产生影响，并进一步探讨这些影响是否会在地域群体间因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的不同而显现出不同，哪些维度上的不同更加突出和更具显著
的社会意义。本研究将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２０１２年（ＣＦＰＳ　２０１２）的
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回答上述相关研究问题的同时，也力图对
“虚拟情境锚定法”以及ＣＨＯＰＩＴ模型（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ＣＨＯＰＩＴ）等在实践中的应用予以介绍。

二、相关文献回顾

（一）对主观社会地位的研究
有关主观社会地位的研究，总的来说有两条路径。第一条是将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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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进行比较。在理论上，人们评价自己的主
观社会地位时，客观的社会经济状况应当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标准，因
此，主观社会地位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应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可以
将其看做对社会经济状况的综合认知（Ｓｉｎｇｈ－Ｍａｎｏｕｘ，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许多
学者也因此将主观社会地位认同看做测量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工具（Ｒ．

Ｊａｃｋｍａｎ　ａｎｄ　Ｗ．Ｊａｃｋｍａｎ，１９７３；Ｓｉｎｇｈ－Ｍａｎｏｕｘ，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实际上，主观社会地位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关系不一致的情

况经常出现（李培林，２００５）。尤其是对于处在社会等级结构两端的群
体来说，更容易产生自己所处的实际社会地位与主观认知之间的矛盾，
即主观社会地位认知偏差（Ｓｏｓｎａｕｄ，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一般认为，这种现象
源自社会变迁造成了主观社会地位认知上的模糊性与矛盾性。在现代
社会中，收入、教育和职业等用于衡量社会地位的特征属性之间的相关
关系弱化，使得现代社会已经不存在标准明确和界限清晰的阶层与社
会群体，很难给个人的主观社会地位认同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
（Ｓｏｓｎａｕｄ，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过程中，客观社会分层标准的模糊性

尤为突出（Ｂｉａｎ，２００２），中国民众主观社会地位认知上的偏移也似乎成
为一个公认的事实（高勇，２０１３）。但是，与西方社会的主观社会地位认
知趋向中间阶层不同的是，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缺乏认同，主观社会
地位认同更多地表现为“向下”的认知偏移（李培林，２００５；赵延东，

２００５；陆益龙，２０１０；范晓光、陈云松，２０１５；韩钰、仇立平，２０１５）。主观
社会地位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做进一步详尽的研究与分析。
第二条路径是针对主观社会地位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观社会地位

是一个综合概念，它不仅包含个体对其在目前的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状
况的认知，还与其过去的经历和对未来的预期有关，需要在社会结构中
确定自己的位置（Ｓｉｎｇｈ－Ｍａｎｏｕｘ，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Ｈｏｕｔ，２００８；于铁山，２０１５）。
主观社会地位是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结果 （Ｌｕｎｄ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Ｋｒｉｓｔｅｎｓｏｎ，２００８）。在比较的过程中，客观的社会经济状况显然是人们
比较和认知的基础与根据，诸如收入、教育与职业等反映个体在社会结
构中的位置与获得资源的能力，通常可以很好地解释和预测主观社会
地位（Ｌｕｎｄ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Ｋｒｉｓｔｅｎｓｏｎ，２００８；于铁山，２０１５）。多数基于“参照
群体理论”的研究认为，人们在进行社会比较的时候，往往会选择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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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与朋友作为参照标准，而不是抽象的社会（Ｓｔｏｕｆｆｅｒ，ｅｔ　ａｌ．，１９４９；

Ｅｖａｎｓ，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形成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居于社会中间位置的认知
模式（Ｋｅｌｌｙ，１９６８；Ｅｖａｎｓ　ａｎｄ　Ｋｅｌｌｅｙ，２００４）。有相同客观社会经济特征
的个体会有不同的主观社会地位（Ｍａｒｓｈ，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这是因为个体
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也就是说，每个人所处社会环境的结构可能存
在差异，会使得人们所看重的社会经济特征也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主
观社会地位，也就是所谓的“大鱼小池塘效应”（ｔｈｅ　ｂｉｇ－ｆｉｓｈ－ｌｉｔｔｌｅ－ｐｏｎ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例如，一个地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会影响这个
地区的人对教育重要性的看法。所以，越来越多研究会将“参照群体理
论”与社会环境综合起来研究主观社会地位（Ｅｖａｎｓ，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Ｋｅｌｌｅｙ
ａｎｄ　Ｅｖａｎｓ，１９９５；Ｅｖａｎｓ　ａｎｄ　Ｋｅｌｌｅｙ，２００４）。
此外，主观社会地位由于自身的主观性与抽象性，使得在抽样调查

等测量过程中往往会遇到测量误差问题。早在１９４９年，赛特斯
（Ｃｅｎｔｅｒｓ，１９４９）的经典研究就指出，当调查中有上、中、下三个选项的
时候，８０％的调查对象会选择中间阶层。后续不断发展新的研究设计
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趋中趋势依然存在（Ｅｖａｎｓ　ａｎｄ　Ｋｅｌｌｅｙ，２００４）。
从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一方面，主观社会地位既可以反映社会现

实状况，对教育、健康与政治等都有重要的影响，是社会分层研究的一
个重要方法；另一方面，主观社会地位是一个抽象、综合的概念，对其测
量存在很多挑战，比如，假定所有调查对象有共同的标准，加上主观社
会地位也会受到自己所处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如何能够有效
地对主观社会地位进行测量就显得非常关键了。

（二）主观社会地位与“虚拟情境锚定法”
主观社会地位虽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广泛研究，但从上文的

分析可知，不同的受访者会使用不同的参照尺度，这会降低主观社会地
位的测量效度。在实证研究中，研究者用各种方法来克服主观社会地
位测量中存在的缺陷，力图使处理后的自我评估（ＤＩＦ－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ｓｅｌｆ－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可以直接应用于主观社会地位的比较与研究（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ｉｎｇ，２０１１）。

“虚拟情境锚定法”（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　Ｖｉｇｎｅｔｔｅｓ）就是其中一种，应用它
能够较好地降低由于群体的参照尺度不同而产生的偏差，使分析结果
具备可比性（刘小青，２０１２；Ｍｕ，２０１４；吴琼，２０１４）。目前这种方法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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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应用于各种大型调查（吴琼，２０１４），题材涉及残疾（Ｋａｐｔｅｙ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自评健康（Ｓａｌｏｍ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健康不平等（Ｂａｇｏｄ’Ｕｖ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工作满意度（Ｋ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２００８）、生活满意
度（Ｋａｐｔｅｙ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政治效能感（Ｋｉ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ｎｄ，２００６）等诸多方面。在中国的社会调查实践中，２００９年的“全国
公民意识调查”、２０１１年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２０１２年的“中
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等都开始尝试应用这种方法对主观性较强和抽
象程度较高的概念进行测量（吴琼，２０１４）。
前文提到，人们在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做出主观评价时，会受到周围

社会成员和所处社会环境中文化规范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发现，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人们对主观社会地位的感知（Ｅｖａｎｓ　ａｎｄ　Ｋｅｌｌｅｙ，

２００４；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ａｎｄ　Ｃｕｒｔｉｓ，２０１２）。虽然现在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日益
紧密，但社会经济发展上的差异会影响人们对于主观社会地位的认知
（Ｌｉｎｄｅ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Ｓａａｒ，２０１４）。通过对欧洲国家主观社会地位的研究发
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主观社会地位认知非常重要，即富裕国家的
公民会感觉到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更高（Ｅｖａｎｓ　ａｎｄ　Ｋｅｌｌｅｙ，２００４）。对
于中国社会来说，由于地理上的幅员辽阔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不
平衡，使得不同地区的居民在主观社会地位认同上出现地域性差异，吴
琼（２０１４）的研究针对这一点已经应用“虚拟情境锚定法”进行了初步探
索。本文希望在此基础上，更加详尽地应用该方法，深入讨论不同的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由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１：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居民对主观社会地位的

评价有不同的标准和参照尺度。
由于社会中存在的差异与不平等造成个人之间的距离，所以才使

得主观社会地位成为重要的社会现象（Ｓｉｎｇｈ－Ｍａｎｏｕｘ，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根据“参照群体理论”，人们通常主观地从周围抽取相似的个体，形成对
社会结构的认识。以往研究显示，教育、职业与收入是人们判断社会距
离与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Ｌｉｎｄｅ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Ｓａａｒ，２０１４）。同时，社会发
展不同阶段的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结构也不同，从而使得不同社会经
济变量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也会不同（Ｅｖａｎｓ　ａｎｄ　Ｋｅｌｌｅｙ，２００４）。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 （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８９；Ｎｅｅ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１９９６）给整个社会的结构造成巨大冲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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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社会分层标准从政治身份、户籍等制度安排逐渐向教育、职业等后
致性标准转变（范晓光、陈云松，２０１５）。然而，这种社会经济发展在地
域分布上是极不平衡的（王丰，２０１３）。关于社会流动的经典研究和有
关现代化的一般理论认为，在现代化发展程度较高和流动性更加开放
的社会中，后致性因素（如教育、职业等）对个体的社会地位获得具有更
加显著的影响（李培林、田丰，２０１０；范晓光、陈云松，２０１５）。据此本文
提出第二个假设：

１．在ＣＦＰＳ　２０１２成人数据中，上海市的原始样本量为２　３７８个，甘肃省的原始样本量为４　６００
个。由于待分析的受访者职业变量存在较大比例的缺失，同时经我们检视，在待分析的因变
量，即主观社会地位上，职业信息不完整的样本与全体样本的分布基本一致，并没有明显的差
异，因此，我们这里选择保留职业信息完整的观测案例进行分析。

假设２：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教育、职业和收入等后
致性因素对主观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更大。
我们将在利用“虚拟情境锚定法”对主观社会地位的测量误差进行

调整的基础上对这一假设进行检验。

三、数据、变量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以

下简称ＣＦＰＳ）２０１２年的调查数据。ＣＦＰＳ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
查中心主持的一项全国性的综合调查。该调查采用内隐分层的、多阶
段、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样本覆盖全国２５个省、市、自治
区的人口。其中，对上海、辽宁、河南、甘肃、广东五个独立子样本框（称
为“大省”）进行了过度抽样（ｏｖｅｒｓａｍｐｌｉｎｇ），这些省市的数据具有自代表
性（谢宇，２０１３）。本文从这五个“大省”中选取上海和甘肃这两个社会经
济发展差异很大的省市作为分析样本，能够很好地反映中国不同省级行
政单位之间的差异，最后进入分析的样本量分别为８３９个（上海）和１　７２７
个（甘肃）。１

ＣＦＰＳ２０１２的数据能证实两个省市之间存在的差异（谢宇等，

２０１３）。首先，从家庭收入水平与结构来看，上海市家庭纯收入的均值
为８４　４３３元，其中经营性收入比重仅占５．５％，转移性收入则高达

２４．９％；甘肃省的家庭纯收入均值为４６　６３６元，其中经营性收入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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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为３２．５％，转移性收入的比重是７．５％。这些都反映了上海市与甘肃
省在经济现代化上的巨大差异。其次，在收入不平等方面，上海市的基
尼系数为０．５０，甘肃省的基尼系数为０．４６，上海市的不平等程度要高于
甘肃省。第三，在教育方面，两个省市在教育期望、教育获得与教育回
报上也存在差异。由此可见，上海市与甘肃省两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
展存在巨大差异，再加上两个省市社会文化上的差异，故比较适合用于
研究不同评价标准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

（二）分析方法与变量
通过上文的介绍可以了解，主观社会地位的测量既可能反映客观

情况，同时又包含个体的主观标准（Ｖａｎ　Ｓｏｅｓｔ，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因此，在
测量主观社会地位时，如何准确、清晰地测量这个概念，厘清不同的评
价标准（Ｂｒａｄｙ，１９８５；Ｋｉ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否则，
不同调查数据之间就可能会缺乏可比性。

哈佛大学的加里·金（Ｇａｒｙ　Ｋｉｎｇ）等学者发展的“虚拟情境锚定
法”在问卷调查中对自己情况自评之后，再引入具体的虚拟情境访题，

根据受访者对自评访题和这些虚拟情境访题的回答，对通过自评访题
得到的结果进行调整，排除可能存在的不同回答标准的影响，从而使受
访对象在主观社会地位上的差异能够尽量反映客观情况，进而使调查
数据具有可比性（Ｋｉ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以本文所使用的ＣＦＰＳ２０１２数据
中的题目为例，在访题“您在本地的社会地位？”后面有两道情境访题：
“陈先生／女士小学毕业，靠摆地摊生活，月入１　０００元。在您看来，这
位陈先生／在本地的社会地位？”和“周先生／女士医科大学毕业后在本
地行医，月入５　０００元。在您看来，这位周先生／女士在本地的社会地
位？”。“虚拟情境锚定法”的基本原理见图１：

图１：“虚拟情境锚定法”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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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２０１７·６



　　 通过图 １ 可以发现，这个方法的难点就是“应答一致性”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与“情境等值性”３（Ｖｉｇｎｅｔｔ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这两
个假设在问卷调查中能否实现。“虚拟情境锚定法”在分析上主要有两
种实现方法———“非参数方法”（Ｎ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与“参数方法”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４

２．“应答一致性”是指每个调查对象都用相同方式来回答自评主观题与虚拟情境题。

３．“情境等值性”是指除了随机测量误差之外，所有调查对象应当在同等意义上对情境进行理
解和解释。

４．“非参数方法”通过简单方法说明“虚拟情境锚定法”如何修正ＤＩＦ的问题，但有两个缺点：
数据收集与管理的成本高；不能充分地利用数据，统计检验的效率较差。“参数方法”能够很
好地克服“非参数方法”的缺点，还可以同时分析多个自评问题；通过虚拟情境提供的门槛值
对ＤＩＦ进行建模与统计推断。

５．所谓“打结点”，是指自评题与虚拟情景题之间存在答案一致的情况。

１．非参数方法
非参数“虚拟情境锚定法”是比较简单且容易操作的方法。问卷

中只要有两个及以上的情境，这些情境在描述强度上有一定的区别，

当调查对象根据自己的标准分别回答自评题与情景题后，就可以根
据这些信息对主观社会地位进行重新编码，使最终的答案基于共同
标准，从而可以解决数据不可比较的问题（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ｉｎｇ，

２０１１）。

假定调查对象的自评主观题的回答是ｙ，虚拟情景题的回答依次
为ｚ１，ｚ２，…，ｚＪ，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每位回答者的选择，按照式（１）

所示重新编码：

Ｃｉ＝

１ 当ｙｉ ＜ｚｉ１ 时

２ 当ｙｉ＝ｚｉ１ 时

３ 当ｚｉ１ ＜ｙｉ ＜ｚｉ２ 时
 

２Ｊ＋１ 当ｙｉ ＞ｚｉＪ 时

烅

烄

烆

（１）

重新编码后得到的结果用向量Ｃ 来表示。根据这个规则，本文所使用
数据重新编码的情况如表１所示。

在这些向量中，需要注意如何处理其中的打结点５和与虚拟情景
题的逻辑假设不一样这两种情况。现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主要有

·５２２·

中国民众主观社会地位的地域差异



“直接删除法”（ｏｍｉｔ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平均分配法”（ｕｎｉｆｏｒｍ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参数辅助法”（ｃｅｎｓｏｒｅｄ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和
“最小熵法”（ｍｉｎｉｍｕｍ　ｅｎｔｒｏｐｙ）（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ｎｄ，２００６；Ｗａｎｄ，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ｕ，２０１１；Ｗａｎｄ，２０１３）。重新编码后的数据解决了评价尺度不一
致的问题，可以进行比较分析。

表１：自评访题与两道虚拟情境题重新编码的所有可能情况
自我评估的相对顺序 公式 Ｃ方法 Ｂ方法
自评＜虚拟题１≤虚拟题２ ｙｉ＜ｚｉ１≤ｚｉ２ １　 １
自评＝虚拟题１＜虚拟题２ ｙｉ＝ｚｉ１＜ｚｉ２ ２ ｛１，２｝

虚拟题１＜自评＜虚拟题２ ｚｉ１＜ｙｉ＜ｚｉ２ ３　 ２
虚拟题１＜自评＝虚拟题２ ｚｉ１＜ｙｉ＜ｚｉ２ ４ ｛２，３｝

虚拟题１≤虚拟题２＜自评 ｚｉ１≤ｚｉ２＜ｙｉ ５　 ３

　注：１．ｙ是自评主观题的选项，ｚ１ 和ｚ２ 是虚拟两道虚拟情景题的选项，理论假
设上ｚ１＜ｚ２。

２．“虚拟情境锚定法”为了实现不同个体之间存在的ＤＩＦ，有Ｂ方法和Ｃ方法
对个体的自我评价进行调整。这两种方法的不同是在处理自评答案与虚
拟情境题答案之间相等时，即ｙｉ＝ｖｉｍ，Ｃ方法认为这种情况下，邻近的排序
可做绝对比较，而Ｂ方法则认为这种情况没有提供更多信息，做绝对的比
较是武断的（Ｗａｎｄ，２０１３）。

２．参数方法
在理想状况下，向量Ｃ中没有出现打结点或者不一致的现象，可

以使用标准次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对编码后的数据进行分析（Ｈｏｐｋｉｎｓ　ａｎｄ
Ｋｉｎｇ，２０１０）。但在实际调查中，打结点或者不一致的现象经常出现，
实证研究中就发展出一种新的方法。

“分层次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ＨＯＰＩＴ）是在
“次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　ｍｏｄｅｌ，ＯＰＭ）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
种“潜变量评估模型”（Ｋｉ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该方法假设调查对象ｉ的
真实值Ｙｉ＊是一个潜变量，如本文的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是一个连续
变量，服从正态分布：

Ｙ＊
ｉ ～Ｎ μｉ，１（ ） （２）

其中，

μ

ｉ 为对象ｉ社会学人口等变量的线性函数，可观测协变量向量

Ｘ可以包括年龄、教育程度等，

μｉ＝Ｘｉβ＋ηｉ （３）
其中

η

ｉ 为随机效应，服从正态分布，

ηｉ ～Ｎ（０，ω
２） （４）

·６２２·

社会·２０１７·６



调查对象ｉ的自评结果（本文中为主观社会地位）为ｙｉ，它是由潜变量

Ｙ＊
ｉ 在连续尺度上的截点值所决定的，是定序变量：

ｙｉ＝ｋ　 若τｋ－１ｉ ＜Ｙ＊
ｉ ＜τｋｉ （５）６

６．τ０ｉｓ＝－∞，τＫｓｉｓ ＝ ∞ ，并且τｋ－１ｉｓ ＜τｋｉｓ，其中Ｋ是自评结果，Ｓ是自评的题目，本文只有一个
自评题目，因此，不用考虑Ｓ取值。

７．“虚拟情境锚定法”在Ｓｔａｔａ、ＳＡＳ、Ｒ等软件中都有成熟的命令文件，其中Ｓｔａｔａ命令可以参
见索黑娅等（Ｓｏｈｉａ，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ｃｈｏｐｉ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ｇｌｌａｍｍ，Ｒ命令可参见王德等
（Ｗａｎｄ，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２０１６）ａｎｃｈｏｒ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ｆｏｒ　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　Ｖｉｇｎｅｔｔｅ　Ｄａｔａ、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
Ｖｉｇｎｅｔｔｅｓｉｎ　Ｒ。

这些截点值是调查对象用于判断自身结果的一套“标准”，这些截点值
因人而异，也是调查对象自身变量的函数，向量Ｖ与向量 Ｘ的变量有
时会有重合，

τ１ｉｓ＝γ１ｓＶｉ
τｋｉｓ ＝τｋ－１ｉｓ ＋ｅｒｋｓ　Ｖｉ （６）

由于Ｙｉ＊服从正态分布，调查对象做出ｙｉ＝ｋ，（ｋ＝１，２，３，４，５）的概
率就是Ｙｉ＊正态分布曲线下这些节点之间的区间面积。因此，构建联
合似然函数 Ｌβ，γ，θ，σ

２　ｙ，ｚ（ ），通过最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
（Ｋｉ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现在又在ＨＯＰＩＴ模型的基础上发展出ＣＨＯＰＩＴ模型，能够分析

同一个概念的多个自评问题，而且还可以对真实测量误差项

η

ｉ 进行估

计，因此，ＣＨＯＰＩＴ 模型可以更加精确地测量复杂概念（Ｗａｎｄ，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ｕ，２０１１），７本文就是采用ＣＨＯＰＩＴ模型进行分析。

３．变量
根据上文对“虚拟情境锚定法”的介绍，因变量为根据自评社会地

位与虚拟情境题得到的没有ＤＩＦ的主观社会地位，共有５个取值（“很
低”“较低”“一般”“较高”与“很高”）分别赋值为１分、２分、３分、４分和

５分，调整后的数据既可以用“非参数方法”了解整体分布情况，也可以
用ＣＨＯＰＩＴ模型进行参数分析。
在自变量方面，本文关注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也就是后致性

的特征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主要包括个人的教育、职业与收入。首
先，将数据中调查对象的教育程度重新编码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
中”和“本科及以上”；其次，根据ＣＦＰＳ提供的职业综合变量重新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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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
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农业从业人员与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最后，收入采用的是ＣＦＰＳ提供的收入四分位数。当然，还包括区域虚
拟变量“上海市”与“甘肃省”。
为了与后致性特征的影响形成对比，更好地说明本文的第二个假

设，我们还纳入父亲的教育程度和父亲职业等衡量社会经济地位先赋
性因素的变量。此外，还控制了个人的性别、婚姻与城乡状况。

四、结果

在ＣＦＰＳ２０１２调查中，主观社会地位自评是通过“您在本地的社会
地位”（Ｎ８０１２）进行测量，接着让受访者对两个虚拟人物陈先生／女士
和周先生／女士的社会地位进行评估，这三个变量的测量层次都是从
“很低”到“很高”的五分定序测量。
我们首先对模型要用到的因变量与自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分析。然

后利用“虚拟情境锚定法”的“非参数方法”对调查对象主观社会地位进
行调整，比较调整前后主观社会地位上的变化。最后，使用“参数方法”
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

（一）统计描述
首先，观察两个省份样本的主观社会地位的分布。我们可以发

现，这两个省市的居民的主观社会地位存在趋中的趋势，有４３．４％的
受访者认为自己在当地社会地位处于一般的水平。经过对两个省市
进行比较分析（见表２）发现，虽然两个省市样本中的大多数的受访
者都选择了中间选项，但上海市样本的分布更加集中。换句话说，相
较于上海市，在甘肃省的样本中有更高比例的受访者选择了高于一
般水平或低于一般水平。尤其是在甘肃省居民中，７．８％和１４．６％的
受访者分别选择“很高”与“较高”，这两项都远远超过上海市样本的
水平。这样的样本数据结果表明，甘肃省居民主观社会地位的平均
水平高于上海市居民，这种情况与两地客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
差别形成反差。
两个省市样本客观社会经济变量的分布显示，上海市居民的平均

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均高于甘肃省居民的平均水平。从教
育程度看，在甘肃省的样本中，６８％的调查对象只有小学及以下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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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及以上的学历只有１４％左右。而在上海市的样本中，高中及以上
学历的比例为４７．２％，其中近１４％为本科及以上学历。
教育普及程度直接影响就业上的差异。我们通过对职业分布的分

析可以发现，甘肃省有工作的人更多集中在农业和生产运输等劳动密
集型产业，上海市或因为具有较高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受访者的职业更
多集中在国家企事业机关、专业技术以及商业服务业，这些领域对专业
技术和知识有普遍更高的要求。

表２：分析中所使用部分变量的统计分布描述
总计 甘肃 上海

主观社会地位

　很高 ０．０６０　 ０．０７８　 ０．０２３

　较高 ０．１２４　 ０．１４６　 ０．０７９

　一般 ０．４３４　 ０．３９３　 ０．５１９

　较低 ０．２３５　 ０．２３７　 ０．２２９

　很低 ０．１４７　 ０．１４５　 ０．１５０
年龄组

　２９岁及以下 ０．１４０　 ０．１１８　 ０．１８５
　３０—３９岁 ０．２０４　 ０．１８９　 ０．２３６
　４０—４９岁 ０．３２０　 ０．３６４　 ０．２３１
　５０—５９岁 ０．２０９　 ０．１９５　 ０．２３７
　６０—６９岁 ０．１０６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３
　７０岁及以上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８
性别 ０．５４７　 ０．５３７　 ０．５６７
婚姻 ０．８８２　 ０．９００　 ０．８４６
城乡 ０．３４６　 ０．１２３　 ０．８１４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０．５４２　 ０．６８０　 ０．２５６
　初中 ０．２１０　 ０．１８０　 ０．２７２
　高中 ０．１９３　 ０．１２５　 ０．３３３
　本科及以上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５　 ０．１３９
职业

　国家机关与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６７
　专业技术人员 ０．０７５　 ０．０３６　 ０．１５５
　办事人员 ０．０７１　 ０．０２１　 ０．１７４
　商业／服务业 ０．１３５　 ０．０６５　 ０．２７８
　农业从业人员 ０．５３８　 ０．７５４　 ０．０９３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０．１５４　 ０．１１５　 ０．２３４
收入四分位数

　最低２５％ ０．２２０　 ０．３２２　 ０．０１６
　中下２５％ ０．２３２　 ０．３１５　 ０．０６７
　中上２５％ ０．２２９　 ０．２３４　 ０．２２１
　最高２５％ ０．３１８　 ０．１３０　 ０．６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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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与职业最终会影响收入。从收入的四分位数来看，甘肃省的
样本分布主要集中在下５０％这个区间，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处于这个
区间，而最高２５％区间所占的比例仅有１３％；与之相反，上海市的样本
分布则主要集中在上５０％这个区间，接近七成的样本集中在最高２５％
区间，而在下５０％这个区间的受访者比例仅为８．３％。
上述结果也印证了本文关于上海市和甘肃省属于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存在较大差异的推测，上海市的社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明显领先
于甘肃省。
另外，从人口结构看，上海市的人口结构在整体上呈现倒三角形的

结构，更多的样本集中在５０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而甘肃省的人口结
构基本上是呈正三角形，更多的样本集中在中青年（１６—４９岁）这个范
围；从婚姻变量看，两个省市样本的在婚率都很高，上海市和甘肃省的
在婚率分别达到８４．６％和９０．０％；从城乡分布看，上海市的人口城市化
水平已经达到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水平，即超过八成的样本都是城市人
口，而甘肃省的城市人口比例只有１２．３％。

（二）虚拟情景题的比较
上一部分统计描述的结果证实了这两个省市在地理特征、传统、经

济活动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而在比较分析这两个省市居民的主观社
会地位时，需要判断他们是否使用了不同的评价标准。这两个省市样
本在虚拟情景题中的分布情况见表３：

表３：虚拟情境访题的统计分布
陈先生／女士

甘肃 上海

周先生／女士
甘肃 上海

社会地位

　很高 ０．１３３　 ０．０１９　 ０．３７２　 ０．０８９

　较高 ０．１４３　 ０．０６７　 ０．３１３　 ０．２８９

　一般 ０．２７３　 ０．１７１　 ０．２００　 ０．４０６

　较低 ０．２９０　 ０．３１５　 ０．０６９　 ０．１３５

　很低 ０．１６０　 ０．４２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８１

　　从表３有关两个省市样本在虚拟情境题结果可以发现，甘肃省的
居民相对更“宽容”。也就是说，在同样的条件下，相较于上海市的居
民，甘肃省的居民更容易高估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可以判断，两个省
市居民在主观社会地位认同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很可能是由两个省市

居民在评价标准上的不同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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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结果
１．非参数方法
前面我们看到两省市居民在对虚拟情境访题的应答上表现出不同

的倾向。本节首先应用“虚拟情境锚定法”中的“非参数方法”对受访者
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进行调整，比较调整前后主观社会地位的分布。我
们发现，调整前后的分布有很大的差别。调整前，两个地区居民的主观
社会地位认同都呈现中间居多的现象，这也符合中国社会“中庸”的处事
原则。调整后，两个省市样本的分布就有了不同（具体见图２）：

图２：调整前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情况８

　　通过图２可以发现，在调整前，甘肃省样本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
分布比较分散，其中以中间三个取值（“较低”“一般”和“较高”）为最多；
调整后，甘肃省更多的居民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主要集中在从
“很低”到“一般”的三个水平上。而上海市则有相反的趋势，它从原来
超过一半的样本认为自己社会地位居中，变为调整后更多比例的居民
认为自己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这再次证实了甘肃省的居民更容易
高估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上海市的居民的主观社会地位认同有“中庸”
的倾向。这也证实了假设１，至少可以说明，在中国社会中，在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居民主观上衡量社会地位的标准存在差异。
本文接下来将使用“参数方法”做进一步的分析。

８．根据上文介绍，可以了解到“虚拟情景锚定法”在处理过程中会遇到结点等与理论假设不
一致的情况，“非参数方法”目前有４种方法。这４种方法的结果总体上来说类似。图２中的
调整后的图是根据“最小熵法”得到的结果，其他三种方法（“直接删除法”“平均分配法”与“参
数辅助法”）得到的结果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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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参数方法
本节将分别使用次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与ＣＨＯＰＩＴ模型对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比较调整前后结果的变化，试图说明群体在主观社会地位评价
尺度上的不一致对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采取以下的分析策略：
首先针对分析样本进行整体分析，然后对甘肃省与上海市分别进行分
析，进一步考察两省市间的差异。

（１）整体分析
表４是分别使用次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与ＣＨＯＰＩＴ模型对主观社会地

位分析的结果。首先，在先赋变量中，只有次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中父亲职
业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的效应在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是统计显
著的，也就是说，父亲从事生产／运输设备工作的人相对于父亲是国家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人来说，认为自己社会地位较高的可能性会更低
（见表４第二列，回归系数为－０．２７３，ｐ＜０．０５）。而在调整后的

ＣＨＯＰＩＴ模型中，父亲职业对于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就变得不那么重
要了。
在衡量个体特征的各变量之中，年龄效应的次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估计

结果在０．０５水平上统计显著，而在ＣＨＯＰＩＴ模型中的估计结果并没
能通过统计检验。这说明，如果忽略了不同年龄组在衡量主观社会地
位标准上的差异，就有可能错误地认为年龄与主观社会地位之间存在
联系，即年龄越大，越有可能认为自己的主观社会地位高。评判性别影
响时，此类问题也同样存在。这意味着男女两性对主观社会地位有着
不同的评价标准，会影响他们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判断。
职业类型的影响在次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中并不明显，但在调整后的

ＣＨＯＰＩＴ模型中却发生了变化。其中，相较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职业是商业／服务业、农业、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的人认为
自己主观社会地位较高的可能性均分别要更低（见表４后两列，回归系
数分别为－０．４７３、－０．４６１和－０．５１６，ｐ值均小于０．１）。因此，如果不
考虑不同职业的人在对主观社会地位的评价标准上存在差异的情况，
职业类型的影响便很有可能被忽视。
收入对于主观社会地位仅在次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中表现出显著影响。

调整前，收入较高的人与收入处在最低２５％区间的人相比，表现在主
观社会地位上的差异显著。但当我们使用ＣＨＯＰＩＴ模型将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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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参照尺度纳入考量后，收入的显著影响消失了。此前收入表现出来
表４：主观社会地位的模型估计结果（Ｎ＝１　９４８）

变量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　Ｍｏｄｅｌ
参数 标准误

ＣＨＯＰＩＴ
参数 标准误

父亲教育程度

　初中 －０．０５５　 ０．０８１　 ０．００８　 ０．１０９

　高中 ０．１０６　 ０．１０３　 ０．２０４　 ０．１３９

　本科及以上 －０．０７２　 ０．２３０　 ０．０１３　 ０．３１４
父亲职业

　专业技术人员 －０．１４８　 ０．１４０ －０．２３　 ０．１８８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０．１０８　 ０．２０４ －０．００９　 ０．２７９

　商业／服务业人员 －０．０８２　 ０．１６４　 ０．０３５　 ０．２２２

　农业从业人员 －０．０８３　 ０．１０７ －０．１４９　 ０．１４４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０．２７３＊＊ ０．１１７ －０．１２３　 ０．１５７
年龄组

　３０—３９岁 －０．０７１　 ０．０９２ －０．０１３　 ０．１２４

　４０—４９岁 ０．１０３　 ０．０９１　 ０．１４　 ０．１２２

　５０—５９岁 ０．０４６＊＊ ０．０９９　 ０．０１７　 ０．１３３

　６０—６９岁 ０．２２９　 ０．１１７　 ０．０７７　 ０．１５７

　７０岁及以上 －０．０５６　 ０．１９８ －０．１６４　 ０．２６９
性别 －０．０９６＊ ０．０５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６９
婚姻 ０．１２９　 ０．０８２　 ０．０５２　 ０．１１１
城乡 －０．１１４　 ０．０８０ －０．０６２　 ０．１０７
教育程度

　初中 ０．００６　 ０．０６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９２

　高中 ０．１２１　 ０．０８３　 ０．１３２　 ０．１１１

　本科及以上 ０．１５５　 ０．１４５　 ０．２７３　 ０．１９７
职业

　专业技术人员 －０．１３７　 ０．１８２ －０．２５２　 ０．２５２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０．２４２　 ０．１８６ －０．３８９　 ０．２５７

　商业／服务业人员 －０．２１１　 ０．１８０ －０．４７３＊ ０．２４９

　农业从业人员 －０．１０４　 ０．１８３ －０．４６１＊ ０．２５４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０．２７３　 ０．１８１ －０．５１６＊＊ ０．２５１
收入四分位数

　中下２５％ ０．１３４＊ ０．０７１ －０．０５９　 ０．０９６

　中上２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７８ －０．１４５　 ０．１０５

　最高２５％ ０．１５９＊ ０．０８８　 ０．１５６　 ０．１１８

　　注：１．＊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父亲教育程度”“父亲职业”“年龄组”“性别”“婚姻”“城乡”“教育程
度”“职业”和“收入四分位数”的参照组分别为“小学及以下”“国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２９岁及以下”“女性”“非在婚”“农村”“小学及以下”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最低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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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也是与评价标准相关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的次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中，地区虚拟变量对于
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并不明显，而根据虚拟情境题对主观社会地位进
行调整之后，上海市的样本与甘肃省的样本在主观社会地位上表现出
显著的差异：与上海市的居民相比，甘肃省的居民的主观社会地位认同
更低。这个结果与此前使用“非参数方法”的调整后结果相一致，同时
也再次印证了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经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均在较大差异的上海
市和甘肃省两地的居民对主观社会地位评价的标准存在一定差异。若
分析时不对这类差异予以考量，而是直接应用主观社会地位的测量，可
能会得到有偏，甚至是错误的结论。也就是说，在分析中，如果想要把
主观社会地位拿来做比较的话，是应该要相当谨慎的。接下来我们将
会讨论两地影响居民主观社会地位的因素是否也会存在不同。

（２）分样本的分析
在对样本进行整体分析之后，我们进一步地对两个省市的样本分

别加以分析（见表５）。

首先，分别针对两省市比较调整前和调整后的参数估计结果。对
于甘肃省来说，调整前次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性别、城乡属
性、收入等因素与主观社会地位之间有显著的关联。具体来说，男性、

城市人口和收入处于最低２５％区间的人对自己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
更低。调整之后，ＣＨＯＰＩ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只有收入处于最高

２５％区间的人与收入处于最低２５％区间的人在主观社会地位认同上
还存在显著的差异，而性别、城乡属性等因素对主观社会地位不再有显
著性影响。对于上海市来说，在调整前，年龄、教育程度和职业等因素
对主观社会地位有更加明显的影响，而调整后的ＣＨＯＰＩＴ模型的结果
显示，这些因素的影响依然在统计上显著，但发现影响强度有了一定的
变化。调整之后，高中及以上学历者对较高主观社会地位认同的可能
性相较于调整之前要更高（见表５最后一列，高中和本科及以上的回归
系数分别为０．６２１和０．７６０，ｐ值均小于０．０１），在职业方面，国家机关
及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也相较于调整之前表现出更高的主观社会地位认

同，而农业从业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

·４３２·

社会·２０１７·６



的农民和工人群体，表现出较高主观社会地位认同的可能性则更低（农
表５：甘肃省与上海市主观社会地位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甘肃省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　 ＣＨＯＰＩＴ

上海市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　 ＣＨＯＰＩＴ
父亲教育程度

　初中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５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０
（０．１０６） （０．１０７） （０．１３３） （０．１３４）

　高中 ０．１１９　 ０．１２１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０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５） （０．１５０） （０．１５１）

　本科及以上 －０．０１５ －０．０７３ －０．１２３ －０．０７６
（０．３６４） （０．３６９） （０．３１７） （０．３２２）

父亲职业

　专业技术人员 －０．２６８ －０．２６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６
（０．２１６） （０．２１８） （０．１９２） （０．１９２）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０．４０５ －０．４５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３
（０．４４７） （０．４５３） （０．２４０） （０．２４１）

　商业／服务业人员 －０．０９６ －０．１３１ －０．１０１ －０．０９０
（０．３４８） （０．３４８） （０．１９６） （０．１９５）

　农业从业人员 －０．１２９ －０．１２０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３
（０．１６４） （０．１６５） （０．１５０） （０．１５０）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０．２４１ －０．２６５ －０．３２８＊ －０．３１３＊
（０．２１０） （０．２１２） （０．１４６） （０．１４６）

年龄组

　３０—３９岁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０ －０．１５９　 ０．０２９
（０．１１５） （０．１４８） （０．１６３） （０．２０８）

　４０—４９岁 ０．１２０　 ０．０９８　 ０．１５０　 ０．２６７
（０．１０９） （０．１３９） （０．１８０） （０．２２７）

　５０—５９岁 ０．０９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３　 ０．１４７
（０．１１９） （０．１５３） （０．１９１） （０．２３９）

　６０—６９岁 ０．１８２　 ０．０５３　 ０．５５９＊＊ ０．５２２＊
（０．１３８） （０．１７６） （０．２３９） （０．３０３）

　７０岁及以上 －０．０５４ －０．０７３　 ０．１１７　 ０．３７５
（０．２１８） （０．２７６） （０．５６５） （０．７１１）

性别 －０．１２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１　 ０．１１２
（０．０６３） （０．０８２） （０．０９４） （０．１２２）

婚姻 ０．１７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９１　 ０．０８５
（０．１０５） （０．１３６） （０．１４８） （０．１８８）

城乡 －０．２７０＊＊ ０．１０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８
（０．１１７） （０．１４８） （０．１１８） （０．１５３）

教育程度

　初中 －０．０４４　 ０．０８９　 ０．２７１＊＊ ０．２３７
（０．０８３） （０．１０８） （０．１３１） （０．１７０）

　高中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９　 ０．４５４＊＊＊ ０．６２１＊＊＊
（０．１０９）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８） （０．１９０）

　本科及以上 －０．１６２ －０．０２４　 ０．５５４＊＊ ０．７６０＊＊＊
（０．２９１） （０．３７６） （０．２０５） （０．２６４）

职业

　专业技术人员 －０．０７９ －０．０２７ －０．１７３ －０．２５０
（０．３６４） （０．４８５） （０．２１７） （０．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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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变量
甘肃省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　 ＣＨＯＰＩＴ

上海市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　 ＣＨＯＰＩＴ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０．００４ －０．４２１ －０．３７０＊＊ －０．３７２

（０．３８４） （０．５１７） （０．２２０） （０．２８９）

　商业／服务业人员 －０．０７４ －０．２０４ －０．３１０ －０．４４８
（０．３６０） （０．４８２） （０．２１５） （０．２８２）

　农业从业人员 －０．０５５ －０．１５７ －０．１４５ －０．７９９＊＊

（０．３５０） （０．４７１） （０．２６１） （０．３４５）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０．０９９ －０．１３１ －０．４４９＊＊ －０．６５９＊＊

（０．３５２） （０．４７４） （０．２２５） （０．２９３）

收入四分位数

　中下２５％ ０．１２５＊ －０．０２２ －０．１１８　 ０．３６４
（０．０７３） （０．０９６） （０．３７８） （０．５１５）

　中上２５％ －０．００６ －０．１３０ －０．２１６　 ０．３５３
（０．０８４） （０．１０９） （０．３６５） （０．４９９）

　最高２５％ ０．２８８＊＊＊ ０．２３３＊ －０．２１７　 ０．５４２
（０．１０５） （０．１３５） （０．３６３） （０．４９５）

　　注：１．＊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括号中为标准误。
２．“父亲教育程度”“父亲职业”“年龄组”“性别”“婚姻”“城乡”“教育程
度”“职业”和“收入四分位数”的参照组分别为“小学及以下”“国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２９岁及以下”“女性”“非在婚”“农村”“小学及以下”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最低２５％”。

业从业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７９９和

－０．６５９，ｐ值均小于０．０５）。
其次，通过比较分析两个省市调整后的结果发现，在上海市的模型

中，年龄、教育和职业对主观社会地位影响更加明显。教育和职业这两
个变量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在两个省市模型中表现出差异性，这在
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主观认知的标准也会
越来越现代化。以职业为例，在经济发达地区，社会中形成的职业声望
体系更加明确，具体表现就是，个人往往更多以自己职业来定位自己的
社会地位，教育亦同理。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们所给出的第
二个假设。值得注意的是，在两省市的模型中，收入对于主观社会地位
的影响都不十分明显。另外，个体的先赋背景，即父亲的教育程度与父
亲职业在调整后的两省市模型中对于因变量均未能显示有显著影响，
这说明甘肃省与上海市虽然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很大差异，但
在对主观社会地位发挥影响的各因素中，先赋因素在这两个地区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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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重要。
最后需要提到的是，运用“虚拟情境锚定法”对主观社会地位测量

的调查结果进行调整，其有效性的假定是，调查对象对于虚拟情境访题
的排序要有一致性。也就是说，虚拟情境访题所设计的方向要与研究
者所假设的逻辑方向保持一致。有鉴于此，本文还对ＣＦＰＳ２０１２年的
虚拟情境题的一致性进行分析。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虚拟情景题排序的情况
＜１陈先生／女士 ＜２周先生／女士

１陈先生／女士 — ０．６９４
２周先生／女士 ０．１５５ —

　　根据上文介绍，在ＣＦＰＳ２０１２问卷的虚拟情境访题中，周先生／女
士的社会地位应当高于陈先生／女士。通过表７可以了解到，样本中

６９．４％的受访者符合问卷设计的假设，１５．５％的受访者则违反了假设。

总的说来，调查对象的虚拟情境题排序有比较高的一致性。通过分析
违反假设的样本中的个体可以发现，年龄较大和教育程度较低的调查
对象更容易给出不符合逻辑的结果，尤其是５０岁以上和初中及以下学
历的调查对象。因此，在调查过程中，针对这部分人群的数据采集尤其
需要投入更多精力，以确保他们尽可能了解调查的问题，给出更加接近
事实的回答，进而提高调查数据的质量。

表７：违反虚拟锚定法假设个体的分布情况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本科及以上

年龄组

　２９岁及以下 １０（０．１０５） ６（０．０７８） １８（０．１５０） ６（０．０９１）

　３０—３９岁 ４３（０．１８８） １７（０．１３７） ９（０．７４） ４（０．０８２）

　４０—４９岁 ９０（０．１８５） ２９（０．１５８） １８（０．１４４） １（０．０３８）

　５０—５９岁 ５９（０．２０５） １８（０．１４６） １９（０．１５４）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６９岁 ３６（０．１４８） ４（０．１６０） ０（０．０００） －

　７０岁及以上 ８（０．１７０） １（０．２００） １（１．０００） －

　　注：表中第一行数字是违反假设的个体数目，括号中的数字是该类别个体在
对应类别个体中所占的比例。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使用“虚拟情境锚定法”对上海市与甘肃省两地居民的主观社
会地位进行了分析。我们认为，两个省市的居民在对主观社会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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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标准上存在一定差异。所以，在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分析时，需要尽
可能控制不同标准所引起的偏差。“虚拟情境锚定法”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解决这个问题。
结果表明，如果忽略各地对主观社会地位进行评价的标准尺度差

异，在不使用任何方法对主观社会地位指标潜在的偏误进行调整的情
况下，统计分析所得的两地的主观社会地位的平均水平和分布状况的
确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基于这些结果，甚至有可能得出虚假关系的
结论。这一点也被此前其他相关研究所证实（Ｍｕ，２０１４）。在使用“虚
拟情境锚定法”对主观社会地位指标进行调整前，甘肃省居民的主观社
会地位的平均水平明显高于上海市居民。经调整后发现，甘肃省居民
普遍有高估自己社会地位的倾向，与调整后上海市居民的主观社会地
位分布相比，调整后甘肃省居民的主观社会地位平均水平更低。使用

ＣＨＯＰＩＴ模型的参数方法也得到相同的结论。
另外，由于并不是所有调查数据都能满足该方法所要求的假设，因

此，在使用前需对所使用的数据进行检验。本文发现，ＣＦＰＳ２０１２成人
问卷中用于测量主观社会地位的一组虚拟情境访题有很好的应答一致

性与情景等值性，这也使得我们的结果更加可信。当使用这种方法的
时候，尤其要注意那些年纪较大和教育程度较低的调查对象。相对而
言，这些调查对象更有可能错误地理解调查的问题。为了使他们尽可
能理解研究的问题，就需要访员在调查执行过程中，针对这部分人要更
多留意，尽可能减少他们错误理解问题的可能性，以减少测量误差。
对于上海市的居民来说，教育、职业等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对于

主观社会地位有更加突出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对于甘肃省居民的影响
并不明显。关于社会流动的经典研究和有关现代化的一般理论认为，
在现代化发展程度较高和流动性更加开放的社会中，个体的后致性因
素（如教育、职业等）对社会地位获得有更加显著的影响。我们据此推
断，在类似于上海市这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相对于先赋背
景因素来说，后致性特征对于个人的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更大，本文运
用ＣＨＯＰＩＴ模型的分析结果也证实了此假设。而甘肃省未调整次序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性别等先赋社会背景因素还是会影响主
观社会地位的认同，但这些效应在使用ＣＨＯＰＩＴ模型进行调整估计后
不再显著。在甘肃省调整后的模型中并没有发现其他变量对主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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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认同具有显著影响。我们认为，这很可能是因为在类似于甘肃省
这种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个体在评价主观社会地位时还没
有形成一个共同和稳定的评价标准。另外，对此类地区主观社会地位
发挥重要影响的其他因素可能尚未被本研究注意到，这需要我们在以
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去讨论。
综上所述，本文较好地展现了在主观社会地位测量中由于被调查

者的参照尺度不一致导致测量数据之间不可比较的问题。如果直接使
用这些数据分析，尤其是进行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甚至是不同国家之
间的比较分析，很有可能发现不了真正的社会差异，甚至会得出相反的
结论。“虚拟情境锚定法”能够很好地解决主观社会地位测量中潜在的
问题，为现有社会地位与社会分层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工具。使用“虚
拟情境锚定法”测量主观社会地位，能够控制上述因为参照尺度不同而
引起的差异。当然，随着社会分层研究的推进，在对主观社会地位理解
不断深入的前提上，改善测量方式以消除调查对象个人观念等的影响，
到那时，或许就可以不用考虑“虚拟情境锚定法”（Ｋｉ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了。不仅是主观社会地位指标，包括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经常使用到
的诸如自评健康、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等主观抽象概念，都有可能
存在受访者参照尺度不一致的问题。社会科学中的这些概念都是多维
度的，甚至很多定义存在分歧，如果要准确地测量，可能需要很高的时
间成本和资金成本，“虚拟情境锚定法”是一种相对节约的测量方式。
此外，这种方法还允许同一个概念在不同测量方式之间进行比较
（Ｋｉ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因此“虚拟情境锚定法”在对于主观抽象概念为
因变量的研究中会有很广泛的应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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